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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数

字中国”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鉴于此,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切入点,基于 2007—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数

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传导机制为碳排放水平降低效应、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

应和董事海外背景调节效应。 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应的发挥会因产业类

型和行业类型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还能够促进企业扩大规模,推动试点

地区经济发展,对试点城市的经济贡献度为 0. 0184%。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如何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倒逼企业数字化转

型,实现经济“绿色化”和“数字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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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同时,2023 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对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经济新常态下,数字经济优势逐渐显

现,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而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处
理好经济发展中“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才能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但是,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无可避免地会面临资金短缺、技术欠缺和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借助宏观政策的支持和调控来促

进企业改变现有发展方式和生产模式,加速其数字化转型进程。 因此,深入研究各类政府政策对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和门槛性,能够倒逼企业革新现有技术,促进其数字化发展。 低碳城

市试点政策具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特点。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我国政府开展的降低温室气体排

放,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 数字化转型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1] 方面的作用与低碳城市试点政

策的目标一致,二者能够实现协同发展。 但是,我国的数字化转型仍在发展阶段。 根据埃森哲与国家工业

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推出的《2022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研究》显示,目前,我国企业转型获得成效的

比例仅占 17%。 数字化转型所需的高额投资与数字化产出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导致“不敢转” “不会转”和

“转不起”的企业困境。 我国企业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数字化转型。 但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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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无法有效克服“三转”困境,必须依靠宏观政策的驱动。 聚焦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已有研究大多关注

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 例如,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 、企业绿色创新[3] 和投入产出效率[4] 等

的影响。 仅有少数学者探究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5] 。 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尝试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为切入点考察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具体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分三批①执行,该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6] 、提高城市绿色经济

增长[7]和有效缓解雾霾污染[8]等。 绿色低碳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目前我国关注的重点。 《“十四五”国

家信息化规划》指出“要推动数字化绿色协同发展”,《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 探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能够实现“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共赢。 李慧鹏和周小亮[9] ,庞婉玉和朱金鹤[10] 与

本文的分析角度相似,但未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核心目标———降低碳排放这一角度考察其对数字化转型

的影响,也未探讨该政策对企业发展和试点城市经济效益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试验”,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作用,并探究其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 同时,本文还进行了平行趋势敏感性分析和一

系列处理效应异质性分析,以便更确切地刻画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变化细节。 此外,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提升自身竞争力,本文进一步证实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

同时能够带动企业发展。 因此,研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实现绿色低碳与数

字经济的协同发展,这对于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具有蓝天、碧水的美丽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切入点,探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

策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可实现路径、拓展了已有的低碳城市试点

政策文献的研究视角。 第二,在实证中运用平行趋势敏感性分析、动态效应层面的合成交错双重差分等进

行稳健性检验,以期能够弥补平行趋势难以验证的难题,以及探讨了政策的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 第三,采
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降低碳排放强度、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等三个维度的中

介效应和董事海外背景的调节效应。 同时,进一步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发展和试点地区经济发

展的贡献度,揭示了“数字化”和“绿色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效果,为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

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数据要

素价值,获得经营绩效和利润增值,从而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具体作用如

下:①提升生产效率。 企业可以通过引入自动化生产线和机器人等数字化设备,智能化地完成重复性的生

产任务,从而缩减时间和人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②精准数据驱动决策。 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

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进而制定出更精准的决策。 ③推动企业组织架构变革。 数

字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迅速地信息传递和处理,推动组织架构的网络化。 但是,中国的企业数字化转

型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约为 25%②,尚有少数企业未开展任何数字化活动,仍有

部分企业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有效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

的驱动作用来加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5] 。 如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保障等。
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为其提供持续发展的机会,这与绿色发展的要求不

谋而合。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一项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规制政策。 该政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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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中,2010 年第一批试点包括五省八市。 2012 年第二批试点包括 1 个省份和 28 个城市。 2017 年第三批试点包括 45 个城市,具体城市名单

见附录。
来自《经济》杂志专访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



主要包括制定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制度、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和消费模式等。 同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自下而上”的命令式环境规制政策,由地方政府自愿申报低碳

试点城市,随后中央政府决定试点名单。 各试点城市公布的执行方案中,大部分城市均出台了淘汰落后产

能、提高新建项目准入标准和执行高耗能产品的能耗限额标准的一系列强制性政策[11] 。 这些政策均具有命

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特点。 当面对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要求时,企业一般会进行技术变革和更新,更新

换代的技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此外,试点城市若想实现低碳发展和数字发展的“双

赢”,一方面需要将发展数字经济和构建低碳产业体系相结合,另一方面需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加大力度

发展附加值高、碳排放强度低的高精尖产业。 环境法规的引入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从而扭曲企业的资

源配置[12] 。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3] ,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14] 。 因此有

理由相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开展能够倒逼试点地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会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H1)。
(二)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

1. 碳排放强度降低效应

碳排放强度是指伴随单位经济产出增长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对环境资源消耗

的影响程度。 环境规制政策能够通过降低碳排放强度来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且政府对市场能够行使的管

控能力越强,碳减排效应越明显[15] 。 一方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执行能够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16] ,提
升碳排放绩效[17] 。 作为一项有效降低碳排放水平的试点政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旨在进行低碳发展制度创

新、低碳发展顶层设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等方面的探索。 例如,广州的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

和绿色建筑等重点领域的创立。 在试点政策的引领下,各试点城市充分考虑自身条件和发展优势从而设立

具体发展目标,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低碳发展策略,进而降低碳排放[18] 。 另一方面,碳减排具有刺激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补偿效应[12] ,区域碳排放强度每降低一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就会提高 0. 0122 个标

准差。 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政策支持的同时,也取决于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的激励[19] 。 此外,低
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政策,试点地区的企业在未达到碳排放标准时可能面临

关停并转的风险[20] 。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采用更加清洁的能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碳排放,
以免被市场淘汰。 因此,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降低碳排放,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不必要

的环境和时间成本,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进程。 最后,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下,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生产

成本会增加、利润会减少,而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21] ,故而这类企业会选择数字化

转型来应对该政策对其的约束。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各种制度和项目的落实,降低碳排放水平,进而

促进企业数字化发展。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a: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降低碳排放强度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H2a)。

 

2. 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

基于“波特假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试点地区提供了有利的创新环境和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和研究

机构在绿色技术领域进行创新。 现有研究已经从实证和理论上证明环境规制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技

术创新[22-23] 。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这些政策的

引入激发了试点地区的创新活力,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参与绿色技术创新[24] 。 创新型的绿色技术具有清

洁、低污染和低排放的特点,而清洁型、低污染型和低排放型的技术必然是具备高技术含量的。 企业进行数

字化转型所必需的核心要素就是一系列高科技技术。 因此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

创新,从而具备更高水平的核心技术,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加强创新型绿色技术的协同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了更好

地贯彻落实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试点城市积极探索低碳发展的模式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 这一过

程必然伴随着企业技术革新,促使企业升级既有技术。 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后,可能仍未满足企业数字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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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技术的全部需要,但创新型绿色技术可以通过发挥技术的协同性,为企业升级包括数字技术的其它类

型的技术提供经验,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进行技术的累积,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低碳城

市试点政策实施后,高碳行业企业会面对更严格的政策要求,因此其迫切需要通过变革技术方向来提高自

身竞争力,以免被市场淘汰。 即这些企业会由能源密集型向低污染的技术密集型转变。 这一过程会诱导企

业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资本积累。 而企业的技术资本积累又会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

愿[25] 。 创新技术的积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有利于解决试点城市企业“不敢转”的问题。 在适当的

规制压力下,企业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来达到环境规制的要求,最终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收益。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b: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形成技术积累,进一步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H2b)。
3. 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目前,银行依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 由于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并且具有一定的风

险性,而银行对商业风险比较敏感,这代表着银行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发放贷款的意愿会比较低。 同时,数字

化转型需要可靠、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来支撑和保障其运行。 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般需要较大的投资,
并且资金的回收进程较慢,所以社会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明显不足[5] 。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信号效应”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26] ,进一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政府

的产业政策能够间接引导私人部门和微观主体的投资方向与资金流向[27] 。 实际上,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一

项因地制宜的政策[11] ,地方政府具有政策的自主决定权,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 如对

企业出台税收减免、信贷优惠与人才激励等政策来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政府补贴能有效激励制造业企

业进行数字化转型[28] ,获得政府信贷优惠的企业可以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积极信号,让
转型企业获得更多资源或者吸引外部投资者一起合作进行数字化转型。 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会因为一些企

业获得了政府补助而认为其具有较好的商业信用从而降低信贷门槛。 企业可以通过上述激励政策提升自

身竞争力,进而提升经济盈余。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带来的经济盈余以及试点城市的“光环效应”所吸

引的外商投资恰好可以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不足问题,从而克服“转不起”的困境,促进企业数字化

水平的提高[29] 。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c: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缓解试点城市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企业带来资金支持,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

型发展(H2c)。
4. 董事海外背景调节效应

近些年来,数字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和商业模式,给传统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转型压力。
在这种商业环境下,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能够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压力。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被认为是

公司面临的关键性挑战,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卓越的执行团队[30] 。 依据传统的“高阶梯队理论”,企
业的经营方针和战略决策会受到高级管理者的职业经历的影响[31] 。 已有研究指出,具有研发背景的董事长

能够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32] 。 在海外学习或工作过的董事凭借着其尖端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以及

通过国际学习和交流了解到的其所在领域的最新技术,更能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 同时,具有海外

背景的董事能够改善企业内部人员的知识结构,促使企业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从而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不会转”的问题。 另一方面,当具有外国经验的个人加入公司董事会时,他们可以建立当地董事所没有

的国际关系网络。 扩大业务网络中的关键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管理者提高社会资本、抓住机会和重新分配资

源的有效途径[33] 。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董事海外背景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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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 2007—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效应。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 CSMAR)数据库,专利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数据库,行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碳排放数据库,城市层面的数据来自万得(Wind)金融终端。 借

鉴王峰和葛星[34]的做法,本文对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干扰,剔除样本中被标为

ST(special
 

treatment)、∗ST、PT(particular
 

transfer)的公司;剔除金融业,房地产业的数据;剔除资产负债率大

于 1 的公司数据;考虑到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 4 个直辖市的特殊性,对其进行剔除;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

响,按 1%标准对模型进行缩尾处理。 经上述处理后,最终得到上市公司-年度观测值 19395 个。
(二)模型构建

为科学地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将该政策的启动看作准自然实验,采
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该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

从微观企业视角构建的基准模型如式(1)所示。
lndigcit = α0 + α1didcit + λZ it + δi + τt + εcit

 (1)
其中: lndigc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 c 中上市公司 i 在 t 年的数字化转型水平;i 为企业;c 为企业所在的城

市;t 为年份; didcit( = treatci × postt) 为 t 年上市公司 i 所在的城市 c 是否纳入低碳试点城市; treatci 为地区虚

拟变量,若企业所在城市是试点地区,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postt 为时间虚拟变量,在低碳城市政策试

点期间取值为 1,否则取 0;α、λ 是待估参数;系数 α1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刻画了政策的实施效果,若 α1 大于

零,则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Z it 为上市公司经济特征的控制变量;δi、 τt 分别为

上市公司的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公司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和样本期内对所有样本

产生共同影响的变化因素; εcit 为随机扰动项,服从独立同分布。 此外,本文在具体的回归中均将标准误聚

类到行业层面,以消除估计方程中可能存在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
为进一步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内在机制,本文参考江艇[35] 的方法,通过

构建两步法的中介效应模型来进行检验。 具体模型构建为

Mcit = ξ0 + ξ1didcit + λZ it + δi + τt + εcit
                        (2)

lndigcit = γ0 + γ1didcit + γ2Mcit + λZ it + δi + τt + εcit
                  (3)

第一阶段,如式(2)所示,检验交错双重差分项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ξ1 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机制变量

的效应;第二阶段,如式(3)所示,将中介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时放入模型中,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γ1 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直接效应、 γ2 为机制变量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效应。 中介变量 Mict 分别为碳排放强度( co2_qd)、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ln_
 

green)和融资约

束水平(FC)。
拥有国外背景的董事在其海外求学或交流的期间,可能会经历较高的社会责任感的熏陶,从而更遵从

政府的环境规制。 因此,基于凌鸿程等[36]的研究,本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来检验董事海外背景在环境规制

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效应。 构建的模型如式(4)所示。
lndigcit = β0 + β1didcit + β2Scit + β3didcit × Scit + λZ it + δi + τt + εcit

             (4)
其中:

 

调节变量 Scit 为董事海外背景( rateBOARDoves),表示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

比例。 β 是待估参数,其中 β3 表示董事海外背景的调节效果。
(三)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lndig)作为被解释变量,其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中的年报关

键词研究数据库(AKRD)。 年报关键词数据库总结了八类常用年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具体包括:企业数字

化转型、文本确定程度、风险信息披露程度、企业合作文化、管理者短视主义、文本情感程度、未来事项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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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研发文本信息等。 本文通过对这八类关键词其中之一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词频取对数得到本文的

被解释变量。 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主要包含“电子商务” “商业智能” “云计算” “物联网” “移

动支付”等。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 didcit( = treatci × postt) 。 treatci 是地区虚拟变量,
若企业所在城市是试点地区,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postt 是时间虚拟变量,在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期间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在本文中,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时间节点分别为 2010 年、2012 年和 2017 年。 需要

强调的是,在三批的低碳试点城市中,有部分城市参与了两次试点,本文采用宋弘等[37] 的方法,以这些城市

最早一次入选低碳试点城市的日期为准。
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变量,提高模型估计的效率,本文借鉴李金昌等[1] 的做法,引
入一系列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实力(Size)、托宾 Q 值(TobinQ)、
现金流量(Cashflow)、两职合一(Daulity),具体变量说明见附录。

4. 机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机制变量分别是碳排放强度、绿色技术创新、融资约束和董事海外背景。 关于碳排放强度

的度量,本文参考 Chen[12]的做法,用直接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来表示城市碳排放量,如煤气和液化石油气,以
及电力、交通和热能消费的碳排放,分别把各自城市的碳排放量加总再除以城市 GDP 就得到各个城市的碳

排放强度;参考徐佳和崔静波[11]的做法,用绿色专利申请量的对数来衡量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融资约

束以融资约束指数来衡量,借鉴 Bartram 等[38] 的做法,以 SA 指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计算公式如式

(5)所示。 基于凌鸿程等[36]的研究,董事海外背景( rateBOARDoves)以具有海外(中国大陆境外不包括港澳

台地区)学习或工作经历的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来表示。 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SAi,t = - 0. 737 × Sizei,t + 0. 043 × Size2

i,t - 0. 040 × Agei,t                (5)
其中:

 

Size 为总资产自然对数;Age 为上市公司的年龄。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观测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digcit 4. 6674 19395 1. 2777 4. 3307 6. 6438
didcit 0. 4162 19395 0. 4929 0. 0000 1. 0000
Roa 0. 0400 19395 0. 0811 -2. 8706 0. 7859
Lev 0. 4601 19395 0. 2025 0. 0075 1. 9566
Size 22. 3032 19395 1. 2674 18. 8860 28. 2930

TobinQ 1. 9619 19395 1. 4912 0. 6837 42. 7963
Cashflow 0. 0491 19395 0. 0759 -0. 6702 0. 8759
Duality 1. 7921 19395 0. 4058 1. 0000 2. 0000
co2_qd 0. 0950 4220 0. 1200 0. 0017 1. 5000

ln_green 0. 7500 22930 1. 1800 0. 0000 7. 0700
SA 指数 3. 4952 12560 0. 6752 1. 3556 4. 2228

rateBOARDoves 0. 0871 18492 0. 1188 0. 0000 0. 9000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结果。 其中,(1)列为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和

年份固定效应的结果,(2)列是在(1)列的基础上又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

在城市层面实施,(3)列报告了进一步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的估计结果。 同时,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可

信性,(4)列展示了加入控制变量并且聚类到城市和时间层面的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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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lndig lndig lndig lndig
   

didcit 0. 0522∗∗∗(0. 0429) 0. 0544∗∗∗(0. 0202) 0. 0542∗∗∗(0. 0166) 0. 0542∗∗∗(0. 0143)
Roa 0. 1343∗∗∗(0. 0155) -0. 0760(0. 0627) -0. 0760(0. 0501)
Lev -0. 0453(0. 0483) -0. 0456(0. 0755) -0. 0456(0. 0348)
Size -0. 0760(0. 0515) 0. 1342∗∗∗(0. 0141) 0. 1342∗∗∗(0. 0143)

TobinQ 0. 0139∗∗(0. 0065) 0. 0140∗∗∗(0. 00432) 0. 0140∗∗∗(0. 00294)
Cashflow -0. 0466(0. 0567) -0. 0452(0. 0429) -0. 0452(0. 0452)
Duality -0. 0140(0. 0192) -0. 0141(0. 0163) -0. 0141(0. 0105)
constant 4. 516∗∗∗(0. 0179) 1. 672∗∗∗(0. 3537) 1. 675∗∗∗(0. 319) 1. 675∗∗∗(0. 16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9394 19394 19358 19358
R2 0. 5033 0. 5942 0. 5943 0. 5943

　 注:括号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3)列、(4)列分别表示聚类到城市层面和聚类到城市×
时间层面的结果。

拟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意味着该政策对试点城市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利用(2)列的估计值进行解释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作用约为 0. 0544,即与对照组相比,该政策使得试点城市中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

5. 44%。 由于对照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均值为 4. 6674,这一估计系数说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高了企

业数字化转型约 1. 17 个百分点(即 0. 0544 / 4. 6674×100%)。
(二)平行趋势的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是使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的重要前提,即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执行之前,企业数字化发

展水平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从而保证对照组作为处理组反事实的合理性。 为了验

证这一点,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来进行检验,具体模型如式(6)所示。

lndigcit = θ0 + ∑
11

n = -10,n≠-1
θnDcin + λZ it + δi + τt + εcit (6)

其中: Dcin = treatci × timen ; timen 是时间虚拟变量;下标 n 为与政策实施年份相差的时期数, n ∈ [ - 10,11]
。 本文选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施行的前一期即 n= -1 作为基期。 此外,考虑到政策施行前 5 期和后 5 期样

本较少,本文将 n ∈ [ - 10, - 5] 的样本进行合并处理,在图 1 中标记为-5 期;将 n ∈ [5,11] 的样本进行归

并,在图 1 中标记为第 5 期。 系数 θn 体现了与政策施行年份相差 n 期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因变量的差值

和基期差异的相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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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描绘了由式(6)得到的逐年估计系数 θn ,垂直的直线

为系数估计值的 95%置信区间

图 1　 事前趋势检验

图 1 展示了式(6)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低碳城市试点

政策发生之前, Dcin 的系数均接近于 0 且不具有显著性,即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在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之间并无

显著差异,因此,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而在低碳城市试点政

策启动后,政策效果逐渐出现。 从政策执行的第 3 期起,试
点城市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显著提高,并逐渐增加,这表

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 但是,政策效应存在两期的滞后效应,这主要是由于企

业在收到政策信号后采取行动做出决策需要一定的时间。
图 1 报告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平行趋势。 但是,事前动态效应检验并不能完全验证平行趋

势假设的有效性[38] 。 本文参考许文立和孙磊[40] 的做法,在
进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效应的敏感性分析时,将最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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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程度设定为标准误,以检验处理效应显著异于 0 的系数。 图 2 和图 3 分别展示了在执行低碳城市试点政

策第 4 年时,采用相对偏差限制和平滑限制进行的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的结果。 可以发现,在相对偏差限制

的条件下,即使事前趋势偏离程度达到最大,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第 4 年的政策效应仍显著为正;在平滑

限制下,只要事前趋势偏差小于 10%,该政策开始后第 4 年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就具有稳健性,这可能由

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滞后性引起的。 综上所述,尽管在平行趋势上观察到一些偏差,但只要偏差在一定

范围内,实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显著而正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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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敏感性分析-相对偏差限制 　 　

Original 代表“处理前趋势的偏差”

图 3　 平行趋势敏感性分析-平滑限制

(三)处理效应异质性检验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出现偏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组别和时间维度上的处理效应异质性[39] 。 当存在处

理效应异质性时,即使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估计结果的可信性仍然会受到影响。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检验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处理效应异质性。 首先,本文参考许文立和孙磊[40] 的做法,运用多个体倍分法和对应

的估计量(DIDM) [41]进行检验。 另外,本文借鉴崔小勇等[42] 的做法,通过“异质性-稳健”估计量进行稳健性

检验。
1. 多个体倍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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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事件研究图

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后,个体的处理状态

若发生变化,则将其归类为实验组,若未发生改变,则
将其归类为对照组。 通过对比实验组个体在实际接受

政策影响后的结果与其反事实结果,计算出处理效应,
经过取平均处理后,得到政策变动的无偏估计值。 基

于 DIDM 估计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转换的平均处理效

应为 0. 0595③。 进一步可以得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

第-5 期~第 5 期的事件研究图,估计每一期的动态处

理效应,如图 4 所示。 可以看出,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执行之前,政策效果并不显著,而在该政策启动之后,
政策效应逐渐明显。 这再次说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

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异质性-稳健”估计量

目前,现有文献提出了一系列“异质性-稳健”估计量来解决处理效应异质性所带来的偏误问题,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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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组别时期处理效应

变量
(1) (2) (3)
lndig lndig lndig

didcit
0. 1265∗∗∗

(0. 0296)

didG
0. 1074∗∗∗

(0. 0211)

didT
0. 1166∗∗∗

(0. 028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7
 

737 17
 

737 17
 

737
　 注:括号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 和∗ 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体现为 3 种解决思路④。 由于本文样本企业受到低碳

城市试点政策处理的时间不同,且本文的数据为非平

衡面板数据,因此本文运用第一种方法即 Callaway
等[43]提出的用双重稳健估计法估计所有处理组的总平

均处理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 3 的(1)列~ (3)列所示。 其中,(1)

列报告的是所有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回归系数为

0. 1265,在 1%的水平上显著。 (2)列和(3)列的回归结

果分别表示样本期间内不同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和

所有处理组在不同年份的平均处理效应。 其中, didG

表示样本期间内不同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didT 表

示所有处理组在不同年份的平均处理效应,两者的系

数分别为 0. 1074 和 0. 1166,均在 1%统计性水平上显

著。 以上分析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四)合成交错双重差分的拓展与应用

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的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仍未必可信,因为政策“不发生”这一条件很难达到。 传统的做

法是使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事前趋势”一致来进行代替,假若事前趋势一致,则事后趋势极可能一致。 但

是,政策发生前平行并不能完全保证之后依然平行。 Arkhangelsky 等[44] 提出的合成双重差分 SDID 估计量

可以有效地弥补上述方法的缺陷,SDID 估计量的方程如式(7)所示。

(υ
∧sdid,μ

∧

,α
∧

,β
∧

) =argmin}
υ,μ,α,β

∑
N

i = 1
∑

T

i = 1
(Yit - μ - αi - βt - Witυ)

2
ω
∧ sdid

i λ
∧ sdid

t }{ (7)

其中:N 为企业个数;T 为总时期数; Y it 为第 i 个企业 t 期的结果变量; W it
 为虚拟变量。 假设有 Nco 个企业

从未接受处理,则接受处理的企业数 N tr = N - Nco ,下标 tr 为接受处理;下标 co 为从未接受处理;处理前

时期数为 Tpre;μ、αi、β t 分别为常数项、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υ 为处理效应;μ
∧

、α
∧

、β
∧

和 υ
∧

为估计

值; ω
∧ sdid

i , λ
∧ sdid

t 分别为企业权重和时间权重。 同时,本文基于许文立和孙磊[37] 的做法,采用合成交错双重

差分法进行估计,并将 SDID 估计量推广到动态处理效应来检验政策的动态效应,具体方式如式( 8)
所示。

υ
∧

t′ =
1
Ntr

∑
N

i = Nco+1
(Yit - ∑

Tpre

t = 1
λ
∧ sdid

t Yit)
é

ë
êê

ù

û
úú -

é

ë

ê
ê∑

Nco

i = 1
ω
∧ sdid

i (Yit - ∑
Tpre

t = 1
λ
∧ sdid

t Yit)
ù

û

ú
ú

 

(8)

其中: t′ 为处理后的时期; 1
Ntr

∑
N

i = Nco+1
(Yit - ∑

Tpre

t = 1
λ
∧ sdid

t Yit) 为接受处理企业的加权平均项, 1
Ntr

为权重。
 

本文运用合成交错双重差分的估计方法和其动态拓展形式,来估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推动作用。 关于静态效应的分析结果显示,平均处理效应 0. 1544,在 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⑤,表明低碳

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推进试点城市的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动态效应方面,本文使用拓展的动态 SDID 估

计量识别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启动后的每一期政策效应。 图 5 的政策效应结果显示,动态效应水平虽然在低

碳城市试点初期较低,但仍呈现逐渐增加态势,并于 2017 年达到较高水平,企业数字化转型得到有效发展。
综上可得,本文的主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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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第一种思路是计算组别-时期平均处理效应(cohort-specific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n
 

the
 

treated,CATT),再在组别,时期两个维度进行合理地

加权加总。 第二种思路是使用插补估计量( Imputation
 

Estimator) 构造反事实结果估计。 第三种思路是堆叠回归估计量( stacked
 

regression
 

estimator)。
详细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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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拓展的合成交错双重差分的动态效应

(五)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

其他稳健性检验。 其中包括:第一,安慰剂检验。 本文

将随机生成低碳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把地理位置处于

该城市的上市公司作为处理组,位于其他地区的上市公

司作为对照组,随后生成“伪政策虚拟变量”并用基准回

归式(1)进行回归。 最后,对上述过程重复 1000 次,得
到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6 所示。 第二,使用倾向得分匹

配双重差分( PSM-DID)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前的

样本,以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分别

使用最邻近匹配法、核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进行逐年匹

配,仅保留在各匹配年份均位于共同取值范围内的样本

图 6　 安慰剂检验图

点。 最后对这些样本进行交错双重差分检验。 最近邻

匹配、核匹配和半径匹配的结果如表 4 的(1)列~ (3)列

所示。 第三,预期效应检验。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低

碳城市试点政策前一年的政策变量(didcit_1),并进行回

归,实证结果如表 4 的(4)列所示。 第四,更换变量的定

义方式。 根据吴非等[45] 使用的文本分析法度量企业数

字化转型(Digital),将其作为结果变量带入基准回归中

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5 的(1)列所示。 第五,
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智慧城

市试点的政策虚拟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实证结果如表

5 的(2)列、(3)列所示。 第六,由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

表 4　 PSM-DID 和预期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lndig lndig lndig
  

lndig
didcit 0. 0776∗∗∗(0. 0248) 0. 0831∗∗∗

 

(0. 0267) 0. 0792∗∗∗(0. 0218)
didcit_1 0. 0309(0. 02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205 12303 14631 19394

R2 0. 5625 0. 5606 0. 5771 0. 5943

　 注:括号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表 5　 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合并一二期试点

变量
(1) (2) (2) (4)

Digital lndig lndig lndig
didcit 0. 0892∗∗(0. 0357) 0. 0414∗∗(0. 0189) 0. 0564∗∗∗(0. 0202) 0. 1045∗∗∗(0. 026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9
 

394 19
 

394 19
 

394 19
 

394

R2 0. 7062 0. 5948 0. 5945 0. 5959

　 注:括号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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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和第二批实行时间较为接近,第二批试点的执行时间实际为 2012 年 12 月,且两批的试点城市存在重

合,因此将两批进行合并,并将第二批的政策时间视为 2013 年,实证结果如表 5 的(4)列所示。 上述稳健性

检验的结果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相似。

五、进一步讨论:企业发展与经济效益

(一)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那么,该政策通过哪

些变量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呢?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将基于式(2) ~ 式(4),从碳排放强度、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融资约束和董事海外背景等方面来探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机制。
渠道 1:碳排放强度降低效应。
众所周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一项重要的环境规制政策。 而该政策最初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二

氧化碳的排放。 那么,此政策能否通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来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呢? 能否实现“绿

色化”和“数字化”的双赢呢? 本文基于式(2)和式(3)对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6 的(1)列、(2)列所示,
第一阶段中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执行显著降低了碳

排放强度。 第二阶段双重差分项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在面临低

碳排放标准的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时,企业会采用更加清洁的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这会减少企业

的环境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整合能力,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利条件。 同时,严格

的碳排放标准也会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碳减排的压力下,企业会采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来减

少污染。 因此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通过降低碳排放强度,推动试点城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以上

结果说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落实促使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实现“绿色化”与“数字

化”的协同发展。 假设 2a 得到验证。
渠道 2: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与工具,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建立一种新商业模

式的高层次转型,是数字技术对企业的全面重塑,是企业的技术与业务的全面交互与融合创新。 那么,低碳

城市试点政策是否能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呢? 鉴于此,本文基于式(2)、式(3),进
一步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试点政策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6 的(3)列、
(4)列所示,第一阶段中双重差分项的回归系数值为 0. 2255,且在 5%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这表明低碳城市试

点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第二阶段,双重差分项的回归系数值为 0. 2202,在 5%的统计水

平上保持显著,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 这表明该政策的实施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且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就越大,技术资本的积累越多,企业进行数字化

转型就越便利。 假设 2b 得到验证。
渠道 3: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为验证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通过放松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按照前文所述,

以 SA 指数来测度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 将融资约束指数带入式(2)、式(3)中,表 6 的(5)列、(6)列的回归

结果显示,第一阶段,
 

SA 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第二阶段,交乘项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 由此表明,低
碳城市的建设能够有效地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即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力越强。
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外部资金渐渐流入企业,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活水”。 假设 2c 得到验证。

渠道 4:董事海外背景调节效应。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董事海外背景,基于式(4)的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6 中的(7)列所示,多期双重差分

项与董事海外背景的交乘项(didcit×Scit)的回归系数为 0. 3371,相较于基准回归结果的系数有所提高,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董事海外背景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上产生了正

向的调节效应,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在董事海外背景的正向调节效应

下,企业会更积极和科学地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提高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假设 3 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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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碳排放强度降低效应 绿色创新技术推动效应 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co2_qd lndig ln_green lndig SA lndig

(7)
调节效应

lndig

didcit
-0. 3237∗∗∗

(0. 0389)
0. 0825∗∗∗

(0. 0096)
0. 2255∗∗

(0. 0154)
0. 2202∗∗

(0. 0084)
-0. 0319∗∗∗

(0. 0118)
0. 0666∗∗∗

(0. 0150)
0. 0426∗∗

(0. 0177)

Mcit
-0. 0808∗∗∗

(0. 0039)
0. 0987∗∗∗

(0. 0040)
0. 0337∗∗

(0. 0147)

didcit×Scit
0. 3371∗∗∗

(0. 0897)

Scit
0. 0392

(0. 048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220 17918 18194 19394 11656 11656 18455
R2 0. 0914 0. 6023 0. 2092 0. 7311 0. 8619 0. 8632 0. 6035

　 注:括号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差异性,本文根据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属

产业和行业类型等特征,将企业分别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和非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企业、高碳排放行业企业和非高碳排放行业企业,深入探究该政策对何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更为明显。
1. 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

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倒逼数字化转型的敏感性可能不同。 本文基于式(1)对国

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分别处理,分析结果由表 7 中的(1)列、(2)列表示。 研究发现,不论

对于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均能有效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这可能是由于数字化

转型是大势所趋,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并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必须顺应这一趋势。 此外,低碳城

市试点政策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为探索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实现“双碳”目标而制定的政策,体现了国家的战略

方针。 地方政府官员无论是从绩效考核的角度,还是从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角度,都会积极地贯彻落实这

一政策。
 

2. 不同产业类型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需要数字资源的支持。 一般来说,数字资源越丰富的产业,转
型能力就越强,为验证这一点,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所

有样本企业划分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和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 对于经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企

业,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推动其数字化转型上的作用可能更大,因为这些企业具有较好的数字化转型的基

础,能够更快地完成转型。 从表 7 中可以看出,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3)列中显著为正,在(4)列中

不显著。 这说明,该政策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对非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企业则无明显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拥有更高的数字化技术,在数字化转型中具

有技术优势,在这种技术优势的加持下能够更迅速地响应国家政策进行数字化转型。
3. 不同行业类型

低碳城市试点作为一项环境规制政策,对不同行业的规制作用可能不同,对高污染高排放类型的企业

作用效果可能更强。 为探究该政策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否在不同的行业类型间存在差异,本文根

据《中国碳排放交易报告(2017)》所设定的分类标准,若某一行业在 1995 年的碳排放量在所有行业中所占

比例大于 2%,则该行业就被划分为高碳排放行业。 据此,将总体样本企业划分为高碳排放行业企业和非高

碳排放行业企业。 表 7 中(5)列、(6)列分别展示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高碳排放行业企业和非高碳排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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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按企业所有制类型、产业和行业类型分类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国有 非国有 数字 非数字 高碳 非高碳

didcit
0. 0467∗

(0. 0227)
0. 0666∗∗

(0. 0286)
0. 0726∗

(0. 0349)
0. 0335

(0. 0200)
0. 0748∗∗

(0. 0294)
0. 0160

(0. 0298)
组间差异(P 值) 0. 6036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用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2249 11165 10445 12992 12671 10743
R2 0. 1105 0. 1408 0. 6370 0. 5243 0. 5560 0. 6256

　 注:括号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政策显著促进了高碳排放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而对非高碳排放行业企业无明显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高碳排放行业企业为了避免因其排放较多的二氧

化碳而受到政府惩罚,从而会积极地响应规制政策,积极主动地进行数字化转型。
(三)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益分析

由前文分析可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而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目

的就是让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好地发展。 那么,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落实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的发

展,是否还会产生经济效益,实现环境、企业及经济的多方面共赢呢? 因此,本文选取试点地区中企业的规

模即员工人数来衡量其发展情况,基于式(1)探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企业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

如表 8 中的(1)列所示。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该政策显

著提升了试点地区企业的规模。 同时,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促进试点地区经济发展来衡量该政策

的经济效益。 由表 8 中(2)列可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人均 GDP 的促进效应为 25. 77%。 低碳

城市试点政策实行期内各试点地区的人均 GDP 大约为 65128. 0700 元,故该政策使得人均 GDP 增加

16783. 5036 元。 各试点城市的平均总人口大约为 161. 9154 万人,政策导致试点地区 GDP 每年上升

2717507. 6988 万元。 此外,由表 8 中(3)列可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提升试点地区的工业产值,平
均处理效应为 1. 0307 万元。 由于各试点城市的平均工业产值大约为 1780. 2970 亿元,政策使得工业总产值

上升 0. 1835 亿元,占 GDP 上升比重的 0. 0670%。 政策执行期内,各试点城市的 GDP 均值大约为 1750. 5240
亿元,非试点城市的平均 GDP 约为 750. 2536 亿元,二者之差为 1000. 2704 亿元。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推

动了试点城市的经济发展,贡献度为 0. 0184%( = 0. 1835 / 1000. 2704×100%)。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地区

人均 GDP 和工业产值的提升,这说明该政策能够为试点城市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助力。 低碳城市试点

政策的实施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能够推动企业扩大规模,并为试点城市带来经济效益。 因此,命
令型环境规制能够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愿景,在碧水、蓝天下实现经济发展,达到数字发

展、绿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共赢,为我国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和“美丽中国”提供思路。

表 8　 数字化转型的效益分析

变量
(1) (2) (3)

企业规模 人均 gdp 工业产值

didcit 0. 0869∗∗∗(0. 0213) 0. 2577∗∗∗(0. 0240) 1. 0307∗∗∗(0. 147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9394 4089 3057
R2 0. 0992 0. 0274 0. 0157

　 注:括号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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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 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执行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该政策可

以通过碳排放强度降低效应、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动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董事海外背景调节效应等

渠道发挥作用。 同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和

高碳排放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并且,进一步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同时,能够实现企业发展和经济效益,达到数字发展、绿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共赢。 特别地,本文为了有

效避免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自身的偏误问题,运用了合成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及其动态拓展形式。 除此之外,
还对平行趋势的敏感性进行了细致地讨论。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要逐步推进和扩大低碳试点城市的范围,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本文的

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该政策无论对国有企业还是非国

有企业均具有显著效果。 因此,根据对目前低碳城市试点经验的总结,中国可以考虑扩大试点范围,并逐步

将低碳试点推广至全国各城市。 已经进行试点的城市能够为尚未开展试点的城市提供良好的经验和借鉴,
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低碳城市试点的成功实践,促进全国范围内的绿色低碳转型,这对于

助推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通过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完善信贷优惠政策等方式来畅通数字化转型渠道。 本文的机制检验表

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通过碳排放降低,绿色技术创新推动,融资约束缓解和董事海外背景调节等方式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而围绕数字技术和数据的国际

竞争也日益激烈。 这种竞争已经成为评估国家未来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关键因素。 数字化技术

的广泛应用和数据的有效利用,对于国家经济的创新、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企业应该加

强对数据的管理和分析能力,建立属于自己的数字化平台,从而实现业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与此同时,政
府也应当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和帮助,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具体

而言如:完善信贷优惠政策、减税优惠和设立科技创新奖励等等。 此外,企业还应该给管理人员提供更多的

出国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以便以更高效和科学的方式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三,加强对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和非高碳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进一步促进全行业数字

化水平的提高。 通过对不同企业和行业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推动国有企业、非
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和高碳排放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因地制宜

谋发展的同时,因企施策地推动转型能力相对弱势行业的数字化进程。 为了有效推动这些行业的数字化转

型,政府应该针对不同行业的不同需求,制定出符合行业特色的产业政策,激励不同行业走具有自身行业特

色的数字化发展之路。 在因企施策,因地施策的政策效应下,政府可以帮助不同行业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

的障碍、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这些行业也更能够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并依托数字化焕发出不同行

业的新动能,培育发展不同行业的新质生产力,从而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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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and-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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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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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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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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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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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be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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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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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and-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represented
 

by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Based
 

on
 

the
 

pilot
 

policy
 

of
 

low-carbon
 

cities
 

as
 

the
 

entry
 

point,
 

data
 

from
 

China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1
 

was
 

used
 

to
 

test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ommand-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on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the
 

staggered
 

differenti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ilot
 

policies
 

in
 

low-carbon
 

cities
 

can
 

effectively
 

force
 

enterprises
 

to
 

transform
 

digitally
 

by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level,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as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adjusting
 

from
 

directors
 

overseas
 

backgrou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licy
 

effect
 

will
 

depend
 

on
 

the
 

difference
 

of
 

industry
 

type
 

and
 

category
 

of
 

employmen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while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policy
 

can
 

also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enterprise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ilot
 

areas.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pilot
 

cities
 

is
 

0.
0184%.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how
 

the
 

government
 

use
 

macro-control
 

means
 

to
 

force
 

enterprises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green”
 

and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low-carbon
 

city
 

pilot;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aggered
 

differential
 

model;
 

treatment
 

effect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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